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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在立法目的、制度创新与程序优化等方面作出显著调整，既体现出对当前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也引发了关于规范表达严谨性与程序正当性边界的深入反思。《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条新增“促进市场经营主体优胜劣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多元目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破产法作为“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程序法的核心属性，对其中立程序工具的定位造成影响。《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增设“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合并破产”等章节，吸纳司法实践经验，形成诸多程序制度创新，但部分制度设计仍存在完善空间。例如，庭外重组与重整程序的衔接机制不够顺畅，存在“预重整”程序异化的风险；个人连带债务人破产的限制条件设置欠妥，适用范围过窄；检察院介入破产程序监督缺乏配套操作规范，可能妨碍当事人自治主导的程序运行；破产债权确定与算定基准日规则的修改或删减，会动摇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的制度基础；破产债权清偿顺序的过度细分可能增加程序复杂性，须审慎权衡公平价值与效率目标的平衡；管理人中心主义的落实以明确管理人“破产事务执行机关”的地位为核心，但配套制度供给缺乏“接管令”等具体措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在制度创新上取得一定成效，但须警惕立法目的多元性对程序法定主义可能产生的冲击，避免破产法异化为泛化的社会治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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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破产法属于强行法范畴，尽管其规范内容允许当事人自治（如管理人中心主义与债权人自治），但其本质或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一套具备正当性的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破产程序规范。然而，理论界对破产法的目的（或功能）存在认知分歧，破产法规范所体现的程序正当性不断受到质疑甚至出现异化，这一现象也在影响乃至改变破产法固有的程序属性。当前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修订之际，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破产制度，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司法实务问题，如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破产事务工作协调机制（政府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破产保障基金的设立与运行、自然人个人债务的集中清理、规模日益壮大的管理人职业群体的监督与管理、破产程序中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利益维护、庭外重组等事宜，均需要立法者作出相应回应。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下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对保障和落实管理人中心主义、提升债权人自治地位、保护债权人的权利实现、协调办理破产事务的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全面优化了相应的制度措施，以图改善《企业破产法》在制度供给方面存在的不足；将司法实务不断尝试的中小微企业破产、关联企业合并破产、金融机构破产、跨国破产的司法合作等方面积累的实务经验，总结提炼为《企业破产法》的新增章节，被社会各方面注意到并被誉为《企业破产法》修订的重大制度创新。
相较于《企业破产法》共12章136条，《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共设16章216条。从规范文本的修订规模来看，实质新增与修改的条文超过160条，修订幅度颇为显著。目前，社会各界对《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评价普遍积极正面，修法成果契合社会公众的预期。在这样的正面评价中，我们更应当多一份理性思考，将更多注意力聚焦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在规范文本取舍层面的“得”与“失”，以期为《企业破产法》的完善提供更多理论借鉴。

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立法目的调整
（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立法目的表达
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的灵魂，立法者设定的立法目的预示着这一部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应有的功能，并进而决定这一部法律的规范构造的正当性及文本选择的科学性。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决定破产法的属性，即破产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法律。这是立法和修法必须面对且应当科学回答的问题。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条规定：“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与《企业破产法》第1条相比，《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条并非简单新增“促进市场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内容，而是对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作出了实质性修改。当前《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企业破产法（试行）》）制定时的状况已有巨大变化，但将立法目的回归至《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所规定的目的多元性状态，值得警惕。
（二）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在我国的变迁
破产法究竟具有何种法律性质，对社会生活关系的调整作用究竟如何发挥，在我国将这一舶来品引入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事实上始终未能得到清晰的认识。
我国历史上并未形成集中清理债权债务的法律制度或传统，“父债子偿”的历史文化传统似乎与“破产”这种西方式债权债务集中清理方式存在天然冲突。自清末起，近代中国开始逐渐引进西方法律文化与制度，其中便包括引入西方特有的破产制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布《大清破产律》，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专门规范破产制度的法律，仅适用于商人（涵盖个体商贩、商号等），实行向地方官府申请破产的原则，并允许债务人与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协商债务延期或减免事宜。然而，《大清破产律》所引进的西方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制度，与当时落实商人破产的时代局限性存在“水土不服”，1908年该部法律即被废止。或许清末的法律起草者并未真正明晰颁行《大清破产律》的核心目标。〔
〕此后，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以《大清破产律》为参照，1915年起草了《破产法草案》；直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破产法》，作为集中清理债权债务的单行法。该法受1930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影响，主要内容为程序规则，但在立法技术与学理层面被认为兼具实体法（如免责制度）与程序法（如清算程序、强制和解程序）的双重属性。显然，作为舶来品的破产法，自清末引入我国后，便未被视为功能单一的程序法，而是被赋予了更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期待。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自1984年开始提出制定企业破产法的改革思路。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有关改革国有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法律表达尤为引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期，虽因研习西方的破产法而对破产制度已有相当的认识，即“在债务人财产状况恶化到不能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务的程度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强制的管理和概括的强制执行，以便使全体债权人得到公平清偿、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予以豁免”的制度〔
〕；但在社会层面，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民商事立法的基本目的，破产法应充当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有效推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的工具〔
〕。改革僵化的国有企业管理机制而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面临国有企业“关停并转”政策执行的困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始有目的地尝试国有企业“破产退出”机制。〔
〕1986年12月，我国颁布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其目的表述为“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的立法目的具有多元性。除“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外，对破产法规范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的功能未有任何表达，且格外凸显破产法原本就不具备的“主动”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功能，即“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在当时，理论和实务多将破产法作为推动和促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工具，盲目地相信破产法具有这样的作用而对破产法构造破产程序以公平清偿债务的目的有所忽视。《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凸显破产法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功能而淡化其“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中性程序价值，掩盖了破产法的程序法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我国199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专设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此种适用于非国有企业的“破产程序法”，并无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功能。只是因企业法人所有制性质的差异以及社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不同认知，我国出现了《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在目的或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部法律。
因为立法目的的多元性，《企业破产法（试行）》对规范文本的选择就不能仅限于程序规范，引入众多政府（行政）机构参与破产程序的因素和场景，且规定有诸多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参与乃至主导破产程序的规范〔
〕，通过破产程序助推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昭然若揭。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多元性间接地将担负审判职能的人民法院推向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台，破产法被当作经济法、商法特别法的观点极为盛行。〔
〕其后近20年的破产审判实践证明，给破产法贴上“促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功能化标签，借用“破产退出”的制度工具来促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不成功的。这是《企业破产法（试行）》实施“相当困难”的真正原因。早就有观点提出，破产法不能建立在是否有利于改革措施以及促进改革的基础上，破产法本身不是所谓的经济改革的“促进法”。〔
〕更有学者呼吁，修正破产法时，应当删除与破产法无直接关系的促进企业改革的内容，将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确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产法仅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相较于民商事基本法仅具有补充意义，无法承担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重责任，不应人为复杂化破产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破产法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即由法院通过破产程序清理无法清偿的债权债务。唯有明确破产法的功能，我们才能揭开适用破产法的神秘面纱：申请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实际上与民事诉讼一样简单平常，修法需要做的，正是恢复破产法的本来面目。〔
〕
（三）《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目的表达
《企业破产法》第1条规定：“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上述规定明确了破产法立法目的的单一性，并据此将破产法定性为程序法。这是自《企业破产法（试行）》后历经1994—2006年“修法”的破产法改革，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对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作出的科学表达。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程序法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居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中立地位，其存在仅为落实或实现实体法的规定，为事件处理提供具有正当性的平台或依据；而平台本身并不具备评价社会事件的价值判断功能，程序法的正当性不会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现实乃至价值判断的影响。
因《企业破产法》第1条不再表述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立法者则将“破产退出”这一制度工具表达为“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司法程序〔
〕，并将国家行政机关介入破产程序的空间或场景尽可能地予以限缩，来彰显破产法规范破产程序以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本来面目。尤其《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和解与重整制度，也仅是建立因优胜劣汰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的挽救制度〔
〕，与市场主体（企业）优胜劣汰及其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更不可将和解与重整制度当作或者等同于促进市场主体（企业）优胜劣汰及其资源优化配置的替代制度。《企业破产法》围绕其立法目的，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破产制度的转型，以科学的立法技术（使用专门的术语）、充分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和适度的司法强制构造了我国全新的企业破产程序的模式结构，实现破产程序的法官主导型向当事人自治主导型的转变，构造了以企业再生为主导目标的清理债务工具多样化的程序制度。《企业破产法》第1条专门表达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单一性，使得过去在立法和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当定位的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多元性”得以纠正。以“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程序法面貌出台的《企业破产法》，作为重大立法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程序规范的正当性源于程序自身的逻辑、结构与法定属性，程序法因此成为法律正义的“守护神”。唯有程序正当的正义，方能实现真正的法律正义。破产法仅为债权债务的集中清理提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程序规范，而不具备调整特殊社会关系（如企业优胜劣汰、重大债务风险防范）的功能，如此方能确保对破产程序规范的取舍及其适用的正当性判断，避免因程序正当性的误用乃至滥用引发或加剧公平清偿债务的程序风险。
（四）《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立法目的多元性回归的检讨
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发生如此变化的缘由，或许是《企业破产法》实施后近20年的“经验总结”所致。自2007年以来，《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在社会财富资源的重新配置与债务风险化解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配合国家经济改革目标（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僵尸企业”治理与产能过剩化解）的实现，以及防范“大而不倒”企业可能引发的重大债务风险。人们惊喜地认识到，破产制度不应仅作为化解债务危机的事后救济工具，而更应被赋予主动调整经济生活的广泛功能性意义。《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增加并彰显破产法“促进市场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功能定位，以示立法者对破产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发挥作用的高度重视，也受到社会不同程度的赞誉。〔
〕
首先，《企业破产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否要修改，应当进行必要的科学论证。在这里，应当注意到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在论及《企业破产法》迫切需要进行修改的缘由时，特别强调修改《企业破产法》的五大需要，即“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创业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的现实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但观其具体内容，除集中涉及破产程序构建的短板补齐、提升破产的效率、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和打击“逃废债”、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外，并没有明确地指向或者暗示有必要修改《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况且，我国破产审判司法实务也没有对《企业破产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存在需要补足或者改正的事项提出过“建议”。
其次，破产法具有调整社会资源与财富优化配置的功能，但其功能的发挥仅能是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的被动举措，是国家法律对利害关系人财富应否以及如何重新配置的强制性干预。破产程序本身确实具备资源配置与化解债务的积极意义，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功能价值都会客观存在。若无债务危机发生，人民法院既无职能也无理由启动破产程序来调整社会资源与财富的优化或重新配置。破产法只是化解或清偿债务的特殊程序工具，仅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或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不具备促进或推动市场经济环境转变的内生性效用。在此意义上，破产法不具有主动调整社会资源与财富配置的功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的多元立法目的，似乎忽略了《企业破产法（试行）》立法目的多元性的经验教训，且更有从中性乃至被动的偿债或化债程序工具，转变为主动的债务市场治理工具的趋势。然而，当人们将破产程序资源配置与化债的积极意义置于特定经济或政治需求中，使其丧失中立性时，相应的制度风险便会产生。《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的立法目的多元性，会助长人们利用债务市场治理工具从事偿债或化债的投机行为。若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形，利用破产程序“逃债”的风险会急剧增长。《企业破产法（试行）》因过度扩张破产法功能而难以实施的历史教训，不应因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善就夸大破产法作为偿债工具发挥“化债”作用的事实，进而将本应由其他法律制度承担的功能人为附加于破产法之上。例如，防范重大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无疑是金融稳定法的使命，岂能将如此重大的社会治理任务交由破产法完成？

最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立法目的的多元性回归，可能引发或加剧破产法固有程序制度变革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破产法程序法属性的蜕变。若改变破产法程序法属性，将其定位为功能多元的综合法，其规范构成的程序属性会进一步弱化。二是程序法定主义受到直接挑战，这会增加破产程序被滥用的风险。随着立法目的多元性回归，程序法定主义可能流于形式，人们或将借助更多样化的“程序工具”（如“预重整”“债转股”“信托受益权化债”等）清理债权债务，却漠视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的宗旨。此外，立法目的多元性回归还会使破产法中出现多元目的的规范，如《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2条第1款（听取意见规范）、第7条（无程序约束的指示性或引导性规范）。这些规范的出现，可能导致公平清偿债务的破产法宗旨被边缘化，不当影响破产法规定的化债或偿债程序工具的固有中性角色，会引发或加剧利用破产程序“逃债”的负面风险。
二、《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新增制度的法律表达
本部分将讨论涉破产工作协调机制、破产程序法律监督机制、个人连带债务人破产制度、“庭外重组”及听证程序等新增制度的法律表达。
（一）涉破产工作协调机制的法律表达
《企业破产法》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持续表明，“府院联动”机制（又称破产工作协调机制）对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和管理人执行破产事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增设多项规范对“府院联动”机制加以规定，正是对司法实务中“府院联动”实践的积极回应。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原则性规定了破产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建立该机制，确定牵头履行破产事务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破产工作中社会稳定、资产处置、信用修复、变更注销等行政事务（第7条第1款）。与之相关的具体制度包括：（1）债务人破产预警机制。《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提出国家支持建立健全债务人破产预警机制，通过强化信息披露、推动信息共享，加强对债务风险的监测、预警和提示（第7条第2款）。（2）管理人监督管理制度。《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要求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对担任管理人的机构和个人依法加强监督管理（第38条），同时规定政府雇员担任“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的，不领取报酬（第29条）。（3）破产保障基金制度。《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破产保障基金，用于支付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承担破产费用的案件的破产费用（第39条）。（4）信用修复机制。《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有关部门或机构须统筹协调债务人企业的信用修复工作，并有义务配合重整信用修复：重整计划获批后，应当暂时屏蔽相关失信信息并中止相关失信惩戒措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须解除相关失信惩戒措施（第7条第1款、第139条）。（5）债务减免征税豁免制度。《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明确债权人减免债务人的债务，依法属于不征税收入（第140条）。
以破产审判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为背景，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过程中会不断触及上述事项，甚至在诸多情形下，这些事项已成为办理破产案件的重要内容。恰恰是这些内容，对于改善管理人执行破产事务的环境、消除某些历史遗留阻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破产法实施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另外，随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条对立法目的作出多元化规定，将上述内容纳入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也不难理解。《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新增的破产工作协调机制，虽与破产事务执行相关，却并非破产程序规则，其性质也难以融入《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框架中，充其量只能称为与破产程序规范存在牵连的配套规范。
其一，涉破产工作协调机制的规定应否纳入破产法？从法律结构来看，这些规定因其重要性被分别置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不同章节：第7条位于第一章“总则”，第29条、第38条和第39条位于第三章“管理人”，第139条和第140条则位于第八章“重整”。这些规定形式上已成为《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但这些规定有一个共同点，即均为原则性或宣示性条款，无论是否写入破产法，都不会对破产程序规则的适用产生实质性影响。尤其是部分规定，如《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40条涉及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其表述仅相当于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属于“无害”条款而无任何实际效用。基于程序法的立法技术与规范选择的价值判断，《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中涉破产工作协调机制的规定确实不应纳入破产法；否则，将影响破产法及其规范文本应有的程序法属性。
其二，涉破产工作协调机制的规定在破产法中应当如何表达？这些规定进入程序法，直接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落实这些规定，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并没有且没有条件给这些规定预留落实的程序空间。如果基于破产法实施的需求，非要将这些规定写入破产法，则将其写入《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十六章“附则”或许比较妥当。写入“附则”的规范仍为法律的组成部分，但并不会影响一部法律的基本属性，具有辅助法律实施的功效。
（二）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
破产程序是当事人自治主导的司法程序。人民法院作为破产程序的司法裁判机关，管理人为破产事务的执行机关，债权人会议（含债权人委员会）则是管理人执行破产事务的监督机关。在此背景下，破产程序是否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企业破产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司法实务中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存在不同立场。《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债务人破产程序实行法律监督。”〔
〕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引入破产程序，相当于在破产程序既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基础上，增设了外部监督机制。
司法实务中，参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人民检察院介入破产程序开展法律监督，尚未形成相对成熟有效的实践经验与共识。人民检察院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问题，仍是一个缺乏经验积累、值得持续研究的课题。一般而言，人民检察院有权介入破产程序的启动、债权确认、破产审理等全过程及各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执转破、债权申报、债务人财产确定、重整计划、和解协议、财产分配方案等内容。〔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一旦对人民检察院开展破产程序法律监督作出规定，哪怕仅是原则性表述，该项监督规范即成为强行法，其效果也将与《企业破产法》未作明文规定的情形截然不同。只要破产法明确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除非另有限制法律监督适用的特别规定，其监督对象显然不会仅局限于人民法院就破产程序作出的裁定或决定，还将涵盖管理人对破产事务的执行、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及其监督管理人的决定。在债权人或债务人“怠于”申请破产，或是相关金融监管机关不同意金融机构破产申请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同样有权提起破产申请，或支持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人民检察院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与资源对破产程序的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无疑也是一个需要慎重考量的重大问题。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5条增设人民检察院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已然演变为破产程序无法避开的外部干预机制。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缺乏与法律监督实施相配套的具体程序制度设计，导致实践中存在不可预期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必然会进一步凸显法律监督影响破产程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事人自治主导的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债务人财产的保全、管理、变价与分配均由当事人自治完成，管理人与债权人会议的协商合作是破产程序顺利推进并实现债权公平清偿的基础；来自人民检察院的外部法律监督对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中已展开的落实管理人中心主义、优化债权人自治等制度完善措施会产生何种影响，理论界与实务界至今尚未形成可在全国推广的经验共识。在此情况下，《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破产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条件与时机尚不成熟，《企业破产法》第4条的规范表达更为务实且具有灵活性。若破产程序确实需要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完全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施监督，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三）连带个人债务人破产的法律表达
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仅在于提供债权债务集中清理的平台或工具，因此只要是适宜通过集中清理方式处理债权债务的民事主体，均可“利用”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开展相关工作，而破产法的结构及程序规范设计，实质上与债务人的民事主体类型化并无太大关联。关于破产程序应否适用于企业以外的自然人这一问题，早在《企业破产法》起草阶段就已展开讨论，并曾被写入草案条文〔
〕，然而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最终出台的《企业破产法》并未将自然人纳入适用范围。自该法生效以来，自然人可否适用破产法的问题始终存在，并受到社会层面的普遍关注。深圳、厦门等地人民法院已就“个人破产”（即“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相关司法改革措施开展积极实践。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条第3款规定：“企业法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该企业的自然人股东，因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出现前两款情形的（以下称连带个人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除修订草案另有规定外，连带个人债务人依其规定程序清理债务，与企业法人依该程序清理债务并无实质差异。〔
〕以下仅讨论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应否对个人债务人的破产附加条件限制？《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虽已迈出破产法扩展适用于自然人的步伐，但并非适用于所有因负担债务而丧失清偿能力的自然人。根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条第3款的规定，适用破产程序清理债务的自然人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该自然人为企业法人股东，且对企业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程序法定主义，企业法人股东以外的其他自然人，如为企业法人债务清偿提供担保的“保证人”、“物上保证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无法适用破产程序清理债务。第二，企业法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即人民法院已作出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企业法人破产程序正式启动。若企业法人破产程序尚未开始（包括已有破产申请但人民法院尚未作出受理裁定等情形），则其自然人股东不得适用破产程序。企业法人先行破产是自然人股东适用破产程序的前置条件。第三，自然人股东丧失清偿能力，具体指自然人股东须符合《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破产原因。在这里，《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扩展了破产程序的适用主体范围，但其附加的上述条件限制，显得过于“保守拘谨”，无法切实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还会造成许多本不该在破产程序适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如取消第一项和第二项条件限制，将不能清偿债务的自然人无条件纳入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
其二，连带个人债务人破产在程序适用选择上的价值判断是否妥当？破产程序涵盖清算程序、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还因特定情形存在简易程序、合并破产程序等特殊程序。个人债务人破产应选择何种破产程序，《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须作出最有利于个人债务人集中清理债务的程序选择。应当注意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增设“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合并破产”等专章，针对破产程序中可预见的特殊事项作出专门规定，以完善或优化破产程序的适用，更有效地落实“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破产法宗旨；而第98条和第191条虽对个人债务人适用重整程序和合并破产程序已有明确规定，但对于个人债务人是否适用与重整程序功能相当的和解程序只字未提，更未提及个人债务人对简易破产程序的适用。在破产程序的类型选择上，《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的和解程序相比于重整程序与清算程序更为“友好”且便捷，适用和解程序更有助于解决个人债务人的债务集中清理问题。《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在新增个人债务人破产相关事项时，应当体现出对个人债务人更为宽容的立场，并无必要在破产程序的选择上预先作出“凡破产必拯救”的重整价值判断。《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专章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于个人债务人的破产。

或许连带个人债务人是破产企业的股东而具有牵连关系，《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91条第1款规定：“个人与企业存在资产负债混同、难以区分情形的，可以参照适用本章实质合并破产规定审理。”应当注意的是，《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十二章规定的“合并破产”，其适用条件与上述条款中“个人与企业存在资产负债混同、难以区分情形”的条件并不相同；依照程序法定主义，此种参照适用本身也存在障碍。更何况，自然人与债务人企业的合并破产，在国际范围内鲜有法院尝试。况且，将个人破产与债务人企业合并破产相牵连，可能产生比关联企业合并破产更为复杂的问题，如《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88条关于“债权债务消灭”的规定，可能会因合并破产而导致连带个人债务人“脱责”。因此，建议立法者删除《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91条第1款的规定，对连带个人债务人的破产严格适用“一人一破产”原则。
（四）庭外重组的法律表达
对于我国破产审判实务中不断涉及的庭外重组事宜，以“预重整”称呼更为常见，但理论和实务上远未形成共识。庭外重组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微妙关系，虽在制度目的和结构上彼此分离，但庭外重组总体上似乎正在演变为一种不同于重整程序但旨在规范庭外重组活动的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庭外重组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异，所谓的预重整在实践中已经演化为需要法院提前介入、进行公开的司法协调的“准司法”程序。〔
〕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以原则性规定增补如下的重整申请前的庭外重组规则。〔
〕第100条规定：“申请重整前，债务人及其出资人与债权人、意向投资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进行以重整为目的的协商，达成重整协议或者制定初步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应当及时向参与协商的各方当事人披露制定重整协议或者制定初步重整计划草案所需要的信息，并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依据上述规定，庭外重组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庭外重组以启动重整程序为目的。庭外重组旨在服务债务人企业后续的破产重整；反之，债务人开展的任何非此目的的重组活动，均不属于庭外重组。第二，庭外重组的参与主体仅限债务人和部分利害关系人。债务人及其出资人与债权人、意向投资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协商重整方案的过程，本质上是部分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初步协商，其结果无法约束债务人企业的全体债权人。第三，庭外重组始于重整申请前，无须人民法院司法程序介入。因缺乏法定程序约束，庭外重组方案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即便不具备程序法上的效力，仍可作为债务人或债权人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条件或理由，或作为管理人在重整程序启动后拟定重整计划草案的依据。〔
〕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新增的庭外重组规则，尚有以下内容值得讨论。
其一，庭外重组的适用仅限于重整程序开始前的债务重组活动，不包括重整程序进行中由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开展的“庭外重组”活动，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重整程序开始后进行的“庭外重组”是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案的常态，属于重整事务执行的部分内容〔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对此不应当有所忽视。
其二，庭外重组“准入”重整程序的条件设计存在漏洞。《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的庭外重组目的明确，故庭外重组形成的重整方案可作为重整申请的依据。第101条要求债务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时，可将庭外重组形成的方案直接纳入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重整协议、初步重整计划草案、预先表决情况、债权人书面意见等材料”。若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或许不会产生太大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此时债务人可“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初步重整计划草案”，这完全违背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的重整程序正当性要求，人民法院本不应径行裁定批准。这一规范设计的失误，或许源于立法者对庭外重组与重整程序性质完全不同的误判。类似的问题有《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将庭外重组的信息披露与重整程序的信息披露等同〔
〕，如第10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重整程序开始后，若认为“信息披露、草案内容、预先表决程序及其结果符合本法规定”，即可裁定批准庭外重组计划（初步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上述文本取舍距离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在《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机制的目标甚远。
其三，庭外重组与重整程序衔接的核心因素，并非庭外重组利害关系人的表决豁免〔
〕，而是庭外重组事务信息，在重整程序中能否得到真实合法的披露。此处所指的庭外重组事务信息披露，并非庭外重组阶段的信息披露，而是与庭外重组事务相关的必要信息在重整程序中的披露。所有与庭外重组事务相关的必要信息，即与债务重组方案有关的“一切信息”或“可能影响利害关系人就债务重组方案作出决策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庭外重组活动的情况说明、庭外重组涉及的债务人资产与负债情况、参与庭外重组的债权人情况、债务调整和清偿方案及其理由等，均应当向重整程序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披露。唯有如此，才能符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02条第1款的规定，即庭外重组方案形成后，当事人申请债务人重整的，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除利害关系人的表决豁免外，“其余事项应当适用本法关于重整的程序规定”。
其四，《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虽未体现构建庭外重组程序框架的意图，但其现有规范在术语使用与表达逻辑上存在较为突出的混乱问题，前文已就此展开分析。这一现状为人民法院在司法实务中续建“预重整”程序制度提供了契机。庭外重组的去程序化，应是我国破产法改革将庭外重组纳入重整程序的核心考量，而非在重整程序之外另行设立“类似”或“简易”的重整程序。〔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还须采取相应措施弥补前述制度设计缺陷，通过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将庭外重组“引入”重整程序，以避免庭外重组延续当前司法实务中不断尝试的“预重整”叙事路径。
（五）听证程序的法律表达
破产程序作为非争议程序，虽不具备解决争议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在破产程序中引入“听证程序”，以协助法院或管理人查明特定争议事实，从而将可能产生的争议化解于破产程序之内。《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结合司法实务经验，专门补充规定了以下内容：（1）审查重整申请的听证程序（第96条）。针对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债务规模较大，或者涉及上市公司重整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可组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听证。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也可参加听证。听证期间不计入重整申请审查期限。〔
〕（2）审查合并破产申请的听证程序（第186条第2款）。人民法院收到实质合并申请后，应当及时通知相关利害关系人并组织听证，听证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间。在审查实质合并申请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可综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的混同程序及其持续时间等因素，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
〕（3）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听证程序（第127条）。当管理人或债务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时，人民法院可组织债务人、管理人、债务人的出资人、重整投资人以及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代表等参与听证。
听证程序的目的在于查明某些重要但存在一定争议的程序事实，特别适合于债权债务无争议的破产程序。将听证程序引入破产程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借助听证化解破产程序推进过程中潜在的争议风险。对于待定事实可能引发或已实际产生的争议，听证程序还具备有效化解的可能性——通过事实调查与说理，有望“说服”利害关系人“放弃”争议主张。
就破产申请审查而言，并非仅有重整申请、合并破产申请的审查可适用或应当适用听证程序，其他类型的破产申请亦存在类似需求。例如，《企业破产法》第10条规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债务人可提出异议，法院对该异议的审查即可通过听证程序开展；与之相应，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债权人是否有权异议？债务人的出资人能否异议？若存在异议，法院是否应当组织听证审查债权人的异议？由于破产程序关乎利害关系人的公平清偿利益，绝不能被滥用，当债务人自愿申请破产存在程序滥用嫌疑时，这一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争议虽难以通过破产程序直接解决，却可通过听证程序降低争议引发衍生诉讼的风险。例如，对于已发生争议但尚未确定的破产债权，法院须保障利害关系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公平受偿利益时（如《企业破产法》第59条第2款规定的“临时破产债权额”确定），完全可通过听证程序作出裁定（仅产生程序债权效力，不影响争议债权实体权利的最终确定）；经听证作出的“临时债权额”裁定，管理人在破产财产分配中应以该裁定确定的金额为依据进行提存分配。〔
〕
破产程序得以启动乃至进行的条件事实，在每一个破产案件中均有不同，其利害关系人更是众多且复杂，应当以性质上非争议的听证程序来进行，通过举证及举证责任倒置的相互配合来查明事实，可以节省成本和时间，也符合破产程序固有的无争议集中清理债权债务的程序特征。在破产程序中引入听证程序，应否将其设计为破产程序的法定必经程序，应当依照涉破产程序的应当查明的“事实的重大性”而予以决定。听证程序不构成每一个破产案件的必经程序。例如，针对合并破产申请的听证，有观点提出，人民法院作出合并破产判断的关键是用好听证程序。利害关系人无异议的，法院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听证；但在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听证。〔
〕
此外，在破产程序中引入听证的事项有所不同，但人民法院依照听证后的事实作出的裁定或决定仅有程序法上的效力，以复议程序救济不服人民法院的裁定或决定的异议人，实益性并不显著，特别是听证程序并不影响破产程序的继续或进行，故对听证异议人不宜适用复议程序进行救济；但破产法另有规定的，不在此限。〔
〕
三、债权在破产法上的表达范式
本部分将讨论破产债权等程序权利的表达范式。公平清偿债务为破产程序的宗旨，其标的为债务人财产（破产财产）和破产债权。这些术语所表达的内涵构成破产法的规范程序制度文本的基本要素。应当注意到，破产法上使用着大量的“源自实体法”的程序法术语（概念），如债务人财产（破产财产）、管理人、接管、破产债权、债权申报、破产费用、共益债权、破产撤销权、破产抵销权、别除权（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自治、公平对待、破产财产分配等。破产债权等术语成为破产法构造并展开集中清理债权债务程序的逻辑和体系化的基础。但在理论和实务上，构造这些术语的规范属性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甚至将之与实体法上的相应术语作相同或等同的理解。对于《企业破产法》已有规定的程序规范进行修改或优化，《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应当审慎行事，在未能充分把握《企业破产法》的既有规范之逻辑、目的、结构的情形下，不宜作出删改。
（一）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规范
破产程序为公平清偿债务的法定程序，自破产程序开始之日，债权人只能通过破产程序行使权利，破产债权为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得以主张和行使权利、接受破产财产分配的权利；公平清偿债务的核心要义是用“等质化”的债务人财产来清偿所有的经“等质化”而形成的破产债务。《企业破产法》第44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在破产程序中，债权等质化较债务人财产等质化具有更为显著的程序价值。
前述规定在性质上属于程序规范，是有关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的专门规定。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等质化，又称破产债权的确定及其金额的算定，是指在破产程序中须将不同的债权按照法定基准日（破产债权确定开始基准日和到期基准日）得以使用的相对公平的评价基准（标准或方法）将所有在基准日之前已经发生或成立的债权换算为金钱债权。破产债权因其形成于破产法规定的债权等质化基准日而不同于债权人在实体法上享有的债权。为此，破产法必须规定债权等质化基准日，这是破产程序公平对待所有债务人的程序工具。〔
〕《企业破产法》第44条所为“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规则，是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的所有程序规范的基石；缺乏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规则，公平清偿债务的制度体系恐将成为“地基虚置”的空中楼阁。
在我国，破产程序实行破产申请受理开始主义。选择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裁定日为破产债权确定和算定的基准日，简单、有效且公平合理。以破产申请受理日确定的破产债权，除破产程序进行期间的中间分配，不会因破产程序的持续而再有变动。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亦为破产债权确定终止日。相应地，《企业破产法》第46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4条对《企业破产法》第44条进行修改，规定：“因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发生的法律事实而成立的债权，其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与《企业破产法》第44条对比，不难发现第64条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相应修改为“因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发生的法律事实而成立的债权”，仅在文字上有所增删，凸显债权成立的时间和原因，似乎并未实质性修改《企业破产法》第44条。但是，《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4条未有任何表述提及或者暗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这一破产债权形成的至关重要的法律事实（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其结果是未对破产债权的内涵作出表达，更未对破产债权与债权人享有的实体权利作出区分，相当于取消了破产债权作为破产法专门规定的程序权利制度，已经构成对《企业破产法》第44条的实质性修改。换言之，《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4条实际上删除了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规则，取而代之的则是债权的实体法表达。
《企业破产法》第44条是关于破产债权及其确定的基准日的规范表达，使得破产债权呈现出典型的程序权利特征，债权人以其破产债权为依据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并受到破产程序各项规则的公平对待保护。《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4条仅是对债权（实体权利）内容及其发生原因的规范表述，其法律上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企业破产法》第44条；第64条的规范表达因缺乏破产债权形成的确定基准日而与破产法上的专用术语“破产债权”无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破产债权缺乏确定和算定的基准日，公平清偿债务的后续程序如何进行？还须说明的是，《企业破产法》第44条的规范表达并非完美而应当作出修订。例如，《企业破产法》对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已有表达，但缺乏对破产债权内涵的表达，而破产债权内涵只是基于《企业破产法》第44条规范文本前后段的内容推导出来的。《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若能对《企业破产法》第44条的规范文本进行完善而明确破产债权内涵，则其修法以推动破产程序进步的价值和实益将会更加显著。
另外，《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4条的规范表达有悖于破产程序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依照第64条的规定，若将“破产债权”表述为“因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发生的法律事实而成立的债权”，充其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规定的“债权”发生的原因事实（包括时间）及债权效力所作的表达，其规范文本因不涉及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而不具有确定破产债权基准日的任何法律意义。这种修改失误源自立法技术上未能准确理解《企业破产法》第44条的规范性质和内容。同样的情形还有《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6条，此条的规范表达删除了《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虽不涉及《企业破产法》第44条的内容，但第66条表达不当的情形与第64条问题相当，亦属规范选择在立法技术上出现的失误。
（二）破产债权算定基准日
在债权尚未到期（或者附有条件）或者债权本金是否附利息（或利息计算标准）的情形下，如何确定破产债权？这是破产程序规则在确定破产债权时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了这些破产债权的确定，《企业破产法》第46条作出补充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债权所产生或应当产生的利息，只能计算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以为破产债权算定时的债权额。在实务上，债权成立和效力状态相当复杂，为避免出现不适当的理解而对破产债权的确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下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补充解释：“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经由以上立法和实务的经验总结，破产债权确定的规范表达已经形成法律文本及解释的“规范群”，且实践效果契合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的宗旨。
《企业破产法》第44条是算定破产债权的专门规定，仅在破产程序开始后具有法律意义，而不能适用于非受破产程序约束的债权，如不能适用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即因民法规定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债权。但是，这个立场在司法实务中却是不稳定的。对于担保债务是否应随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问题，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外行使权利自不受破产债权算定基准日规则的影响。十分遗憾的是，这样的性质差异却在司法实践中被严重忽视。在一起涉债务人破产清算的案件中，对于如何计算保证担保的主债务利息事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相较于主债务而言，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此为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主债务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后，主债务因破产程序而停止计息，如果债权人仍要求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债务利息，可能导致担保人最终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大于主债务，明显违反了担保的从属性原则。因此，担保债务也应适用主债务因破产受理停止计息的规则。〔
〕以上立场混淆了破产债权与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外（如民事诉讼或执行程序）向保证人主张的债权的不同性质，前者为程序权利，利息只计算到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时；后者为实体法上的债权，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46条的规定。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6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此规定系删除《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而形成，但结果却是相当具有危害性的。首先，破产债权因《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6条的规定而失去确定和算定破产债权额的评价标准截止日，债权的利息应当计算到何时？这是需要解释来回答的问题但却失去了解释依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6条不应当简单地“删除”《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而应当在《企业破产法》第46条规定的基础上，分析和研究第46条第2款规定存在的法律解释漏洞，并结合已有的司法解释和学术研究经验，作出完善《企业破产法》第46条“规范表达”尚不够准确的补充规定。其次，因为删除破产债权的利息计算截止日，那么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前述担保债权的利息计算的争议确实应当停止而失去继续争议的空间；但如此一来，破产债权的利息算定就成了破产债权额算定的不确定因素，每个债权人的破产债权的算定因失去了基准日规则的同等对待保护，破产程序的进行会因破产债权算定的不断变化而受重大影响。其结果是，破产债权将沦为破产程序中不断变动的程序权利。《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66条的规定不仅未能改善破产债权的确定和债权金额的算定规则，而且会让司法实务中对于破产债权的不同认识更无所适从，加剧司法实务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复杂程度。
（三）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
在最高额担保的关系中，原本作为担保债权的破产债权，因其实体权利是在最高额债权额限度内随时且不断发生的债权，且只能因法定或约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予以确定，其中包括债务人因“被宣告破产”而确定。〔
〕针对债务人的破产程序开始后，如何将最高额担保的系列债权确定为破产债权，应当适用《企业破产法》第44条规定的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规定。《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对债务人、抵押人的破产申请时，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最高额质权、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适用前款规定。”须说明的是，破产程序开始后，有关最高额担保的债权之确定事项，与202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30条关于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的规定不同，后者是规范被担保债权实体权利确定的规则。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76条是关于最高额担保的破产债权确定基准日的规定，其具有解释《民法典》第423条第5项中债务人“被宣告破产”的作用，但真正价值在于补充《企业破产法》第46条规定的适用，理论与实践意义十分显著。因此，最高额担保的（破产）债权，不论其发生的种类、时间如何或届期与否，均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予以确定。
但是，《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76条第1款的用语仍须进一步斟酌。该款所述“对债务人、抵押人的破产申请”，或许是考虑担保关系可能涉及第三人而加入了“抵押人”，但破产程序本质上仅针对“债务人”的财产与债务进行清理；在最高额担保关系中，若抵押人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并无理由对其启动破产程序；若须对抵押人适用破产程序，那么该抵押人本身也必定属于“债务人”范畴。因此，为与破产程序的逻辑体系保持协调，第76条第1款中只须保留“债务人”即可，应当删除表述中的“抵押人”。
此外，非最高额担保的破产债权也存在相同问题。例如保证债权、担保人对债务人的求偿权、抵押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确定，均应适用破产债权确定的同一规范。针对此类特殊破产债权的确定，《企业破产法》第51条及《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71条虽提及担保人可就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并未明确规定这些特殊破产债权的具体确定方式。此外，与破产债权性质相当的劳动债权（优先权）、社会保险费用优先权、税收优先权等程序权利的确定与算定，在破产程序中也应当适用破产债权确定和算定的基准日规范。在优化破产债权确定和算定的基准日规则时，《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应当对上述特殊事项一并作出相应规定。
（四）债权分配顺序的调整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债权分配顺位，作为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的程序规则，适用于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和解程序与清算程序。受破产分配的请求权，包括破产债权、劳动债权、社会保险费用优先权和税收优先权。〔
〕司法实务上，除上述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顺位外，人民法院对于某些类型的债权，如破产债权算定截止日后产生的利息债权与公权力机关对债务人科处的罚款、滞纳金等，曾以劣后破产债权或除斥破产债权对待〔
〕；理论上对于这些不属于破产债权但又有受破产程序保护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的债权，亦赋予其劣后破产债权的受偿机会〔
〕。尤其是因人身损害赔偿产生的债权、因生活消费而产生的债权，因为具有公共属性而在近些年受到司法实务的关注，在个案中出现给予优先保护的倾向。《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将破产财产分配的法定顺序，由《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的3级调整为其第162条第1款规定的10级。
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以确保各类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获得公平合理的对待。根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规定，尤其是涉及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生活消费债权、职工权益、税收债权时，上述债权均被调整为优先于普通债权的优先权，其中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生活消费债权被列为破产财产分配的第一和第二顺序；而其他原本不应作为破产债权的债权，如因不当关联关系产生的债权、破产债权算定截止日后产生的利息债权、因发行次级债产生的债权，则相应被调整至劣后于普通破产债权的分配顺序。经过上述调整，破产财产分配的法定顺序共计10级。对于10级破产财产分配顺序的设计，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其一，将破产财产分配顺序调整为10级，是否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破产财产分配顺序并非越多越显公平合理，破产程序中更应注重顺序的相对简化与便捷，以节省清偿成本、缩短程序耗时。《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新增的破产财产分配顺序多属于特殊债权情形，在常规破产程序中并不常见，如此细分反而会增加破产债权调查、确认与分配的难度。若确须考量相关债权，第162条所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借款债权”与“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与破产人之间的不公允交易而对破产人享有的债权”性质明显相同，不应分列两个独立顺序；“破产申请受理后产生的利息”与“受理前破产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滞纳金、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具有惩罚性的债权”被列为不同顺序，而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生活消费债权取得优先于“劳动债权”的分配顺位，其理由何在？第162条将破产财产分配顺序细化为10级，似乎能覆盖司法实务中债权分配的复杂利益情形，但缺乏民事实体法（尤其是《民法典》等上位法）的支撑与实践验证，其妥当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二，《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62条将破产财产分配顺序细化为10级，这一调整是否应与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分配环节的权利行使规则相协调？破产程序对债权人公平清偿的保障，并非仅局限于“破产财产分配”阶段的公平分配，而是贯穿于整个程序中（包括和解、重整与破产清算）对债权人的公平对待。若第162条将破产清算分配顺序调整为10级，那么债权人在和解程序或重整程序中行使权利的顺位是否也应相应调整为10级或与之匹配的顺序？对此，《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并未作出相应规定。此外，第162条调整后，位于“普通破产债权”之后的其他可获分配的“债权”，是否应当被纳入“破产债权”范畴，从而使其权利人能够参与破产程序并行使相关权利（如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表决权），也成为需要明确的问题。这一问题将进一步推动对破产债权确定与算定（等质化）程序制度的重新定位与梳理。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62条对破产财产分配顺序的调整尚不够慎重。
四、优化破产事务执行及其监督措施的规范表达
破产程序的运行效果，应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财产保全与分配的程序效果作为分析基点。人民法院开展破产案件审判已近40年，其间妨碍或迟滞程序顺利推进的因素众多，其中便包括《企业破产法》所确立的以当事人自治为主导的程序机制，在诸多方面因难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动态变化，而显现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针对破产事务的执行与监督环节，《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从规范表达层面进行了大幅优化，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我国破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一）管理人执行职务的程序措施优化
破产程序是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保全、管理、变价与分配的程序，其显著特征在于具备概括保全债务人财产的程序效力。这一效力的实现依托于管理人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破产程序规则的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提升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地位，并完善其执行职务的具体措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明确了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并对其职务执行措施作出优化，具体如下：（1）明确管理人破产事务执行机关的地位（第29条第1款）；（2）强化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包括接管债务人财产、印章等，以及申请法院采取查封等保全措施（第17条）；（3）直接赋予管理人申请保全措施的解除和执行中止的权利（第24条）；（4）完善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权利，包括撤销债务人企业不当行为的权利（第42条、第43条、第44条、第45条），以及拒绝财产给付（清偿）的权利，如继续履行未完成合同（第22条）、拒绝权利人取回财产（第53条、第54条）、拒绝债权人抵销债务（第56条、第57条）等。须说明的是，《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9条首次将管理人定位于“破产事务的执行机关”，其法律意义十分显著，合理且妥当地对管理人、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的权力界限予以富有成效的区分，尽管该条中“管理债务人破产事务的主体”这一表述尚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应当注意到，破产程序保全债务人财产的效力，除法律已有规定以及理论上被解释为“破产程序”的效力外，在具体的破产案件中很难找到保全效力发生的具体法律事实及其规范依据，人们更愿意相信破产程序的财产保全效力是破产法规定的、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时自动发生的。这样的理解只是解释的结果，在规范表达的层面仍然存在程序制度或措施欠缺的程序法定主义的“短板”，使得管理人保全债务人财产的执行力受到严重影响。例如，依照《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7条第3款的规定，相关人员未在指定期限内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管理人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管理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为何？同样的问题，在《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1条中也会出现。

在我国，《企业破产法》既无关于破产程序“自动”冻结债务人财产及营业事务的规则或文本表述，也未明确将管理人接管债务人企业财产与营业事务属于保全措施；其他因破产程序启动而剥夺或限制债务人企业行为的文本表述同样呈现“碎片化”特征，这导致理论与实务层面均未将管理人的“接管”视为或等同于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在司法实务中，管理人为保全债务人财产时，缺乏支持其执行财产接管的有效司法文书（命令），只能依托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及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开展工作。〔
〕在这里，强烈建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增设接管令规则，将接管令作为破产程序保全债务人财产的法定措施，以为管理人具体履行其接管债务人财产的权力时相应的司法文书（命令）依据。接管令规则是内含于破产程序的保全债务人财产的专门规则。接管令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在指定管理人时向管理人签发。管理人持接管令实施对债务人财产的接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履行《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3条规定的“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等职责。
（二）债权人自治制度的措施优化
相较于《企业破产法》的现有制度，修订草案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增补，有效改善了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自治状况，债权人会议监督管理人执行破产事务的地位更为稳固，监督措施也更具可操作性，较为全面地优化了保护债权人团体利益的程序规则。
其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明确并提升了债权人会议的监督地位。这一地位的明确和提升，通过第29条第1款重申债权人会议与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地位，以及凸显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事项和管理人对债权人团体承担的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应条款〔
〕得以实现。第29条第1款规定，“管理人依照本法规定独立执行职务，维护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所有这些新增内容实际上为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监督地位的具体落实创造了积极条件。
其二，《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赋予债权人会议更换管理人的决定权。《企业破产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会议有更换管理人的申请权，监督管理人的力度明显较弱。《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0条第2款补充规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并推荐人选。推荐的人选没有本法规定不得担任管理人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换并指定该推荐人选为管理人。”债权人会议依法取得更换管理人的决定权，显著提升了其在破产程序中的自治地位。同时考虑到，债权人会议并非债权人自治的常设机构，在债权人会议闭会期间，宜由债权人委员会根据债权人会议的委托行使更换管理人的决定权。〔
〕
顺便提及，《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0条第3款规定，“单个债权人认为管理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更换管理人”，将单个债权人申请更换管理人的意思表示引入破产程序，本身既与破产程序的团体清偿性质相悖，也不属于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监督职能的应有范畴，单个债权人的个体意思应当通过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的平台予以表达。第30条第3款的规定不符合破产程序的团体自治属性，会严重妨碍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影响甚至迟滞管理人独立依法执行职务。因此，妥当的做法应当是，单个债权人若认为管理人具有《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0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可向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提出更换管理人的要求，再由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是否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并推荐人选。
其三，《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增补了债权人团体对重大破产事务的决定权，并优化了监督管理人的具体措施。根据第84条的规定，债权人会议拥有重大破产事务的决定权，具体包括决定“为继续营业借款”以及“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债务人财产的处分”事项。这一规定不仅有助于债权人会议监督管理人在执行破产事务时勤勉尽责，还有益于规范或把控债务人企业的继续营业及债务人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避免损害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与之相适应，第94条补充规定，管理人须就“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向债权人委员会报告〔
〕，并在取得债权人委员会同意后方可实施该行为。若债权人委员会认为管理人的行为不符合债权人会议决议，有权要求管理人纠正；管理人拒绝纠正的，债权人委员会可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三）债权人自治制度的异化
破产程序是债务集中清理的程序，其程序推进与规则设计均以当事人自治为主要考量因素，但当事人自治具有特定内涵。在债务人财产的接管、管理、变价与分配环节，自治须依托破产法专门规定的执行机构开展，管理人中心主义由此成为当事人自治的集中体现。在债权人的债权确认与分配环节，当事人自治通过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实现，破产程序禁止单个债权人在程序中单独行使权利，以避免其行为干扰债权人团体自治的效果。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管理人过于强势而债权人会议过于弱势，以致单个债权人的正当权益或利益受到了影响或者损害。例如，《企业破产法》第23条规定，管理人应“向债权人会议报告职务执行情况”，但未排除单个债权人对管理人的监督，单个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如何监督管理人执行职务，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200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2条明确“债权人有权查阅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事项”，如查阅债权申报材料、债权人会议记录等文件，但未明确其所述“债权人”是否含单个债权人。再如，管理人有接受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监督的义务，并对涉及债权债务清理的执行破产事务的情况及其信息向债权人会议公开披露，但单个债权人是否在破产程序中仍有知情权，管理人仍有向其披露破产事务执行信息的义务？这更是破产程序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例如，《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第3款规定，“债权表、债权申报登记册及债权申报材料在破产期间由管理人保管，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职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第10条第1款规定，“单个债权人有权查阅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务和经营信息资料”。

司法实务中单个债权人可在破产程序中监督管理人或要求其交付、披露执行职务信息的立场，虽对改善债权人自治制度下监督管理人的弱势状态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符合破产程序集中清理债权债务的“团体性”特征。管理人为债权人团体利益执行破产事务，对单个债权人不负有任何义务；尤其是监督管理人这一职权，向来是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的固有且不可分享的权力，破产法不可能也不应当将该职权赋予单个债权人。司法实务允许单个债权人监督管理人，并非债权人自治制度下监督管理人的合理解释问题，而是债权人自治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异化”，不具备程序正当性。
应当注意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0条第3款规定，“单个债权人认为管理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更换管理人”；第90条第1款规定，“单个债权人有权查阅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产和经营信息资料”。上述规定虽有司法实务经验作为支撑，但规范文本的内容选择与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固有属性并不相符，单个债权人对管理人的监督（包括要求管理人披露信息）缺乏程序正当性依据。若允许单个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监督管理人，将严重破坏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的秩序，《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有必要明确单个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不得“监督”管理人的原则立场。若管理人的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团体利益，单个债权人仅可要求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采取监督措施，而非直接向管理人实施监督；若管理人的行为损害债权人的个体利益，债权人则可以管理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旨在救济自身权利的衍生民事诉讼。
五、余论
破产法的规范表达具有程序强制性与正当性。人民法院、破产事务执行机关（管理人）以及破产程序的监督机关（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不得以任何方式变更或规避破产法的规定。债务问题乃至债务化解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只要存在商业活动与竞争，便会产生债务及债务化解的需求。破产法仅是承载债务化解功能的一种法律工具，不具有主动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而偏向目的中性。修订《企业破产法》旨在弥补其在制度结构与规范供给方面存在的短板或不足。过去近20年间，《企业破产法》的实施成效较为显著：不仅对供给侧改革中的僵尸企业治理与产能过剩化解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推动了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在防范和化解“大而不能倒”企业的债务风险方面更有所作为，使得人们对破产法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调整的期待日益提升。《企业破产法》应如何修订？修订重点在哪里？在保持破产程序公平清偿债务主旨的前提下，修订草案通过立法目的的多元性及相应的规范取舍，已将司法实务中视破产程序为社会治理工具的“经验”引入破产法，而不论其是否契合程序法定主义的中性价值判断，实际上已给出了答案。在我国，如何认识破产法立法目的多元性对程序法定主义可能产生的冲击，避免破产法异化为泛化的社会治理工具，或许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On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ZOU Hailin

Abstract: Th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has made notable adjustments in terms of legislative purpo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cedural optimization. These adjustments not only reflect a positive response to current social needs, but also trigger in-depth reflections on the stringency of normative expression and the boundary of procedural legitimacy. Article 1 of the Draft Amendment adds multiple objectiv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mong market entities” and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which may to a certain extent weaken the core attribute of the Bankruptcy Law as a procedural law for “centralized liquidation of claims and debts”, and affect its positioning as a neutral procedural tool. The Draft Amendment adds chapters such as “summary bankruptcy procedure” and “consolidation bankruptcy”, absorbing judicial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achieving many innovations in procedural systems, ye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ome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example,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between out-of-court workouts and reorganization procedures is not smooth, and there is a risk of alienation of the “pre-packaged” procedure;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bankruptcy of individual joint and several debtors are improperly formulated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too narrow; the lack of supporting operational norms for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to intervene in the supervision of bankruptcy procedures may hinder the operation of procedures dominated by party autonomy; the amendment or deletion of the rule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ankruptcy claims and the calculation benchmark date will shak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fair settlement of claims in bankruptcy procedures; the excessive subdivision of the order of distribution of bankruptcy claims may increase procedural complexity, which requires balancing of the fair value and efficiency objectives carefu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or-centered principle is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administrator’s status as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y for bankruptcy affairs”, but the support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lacks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receivership orders”. The Draft Amendmen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ut it is necessary to guard against the possible impact of the multiplicity of legislative purposes on 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legality, and avoid the Bankruptcy Law being alienated into a generalized tool for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Legislative Purpose;  Bankruptcy Procedure;  Normative Expression;  Procedural Right;  Procedural Legitimacy

（责任编辑：王乐兵　汪友年）

专题聚焦：破产制度改革与完善�
�









［作者简介］邹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法学博士。


〔�〕 陈夏红主编：《中国破产法——中国破产法的现代化：从〈大清破产律〉到〈企业破产法〉（1906—200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9页。


〔�〕 孙泊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诠释编写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关于争取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1983年）、《关于“企业破产整顿法”的方案设想》（1983年）。


〔�〕 1986年8月，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沈政发〔1985〕24号），宣告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引发全国关注。


〔�〕《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第4条、第8条、第17  22条、第24条等。


〔�〕 理论上的这种认知及其发展态势在我国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目前更有观点将破产法升格至“经济基本法”或“经济宪法”的高度，尤为应当注意。


〔�〕 邹海林：《破产程序和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编著：《困境与出路：中国企业兼并与破产手册》，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493  494页。


〔�〕 邹海林：《破产程序和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2  43页。


〔�〕《企业破产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起草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 对此，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条新增“促进市场经营主体优胜劣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立法目的，值得推敲。参见杜万华：《对〈企业破产法〉修改的几点意见》，载微信公众号“中国破产法论坛”2025年12月5日。


〔�〕《民事诉讼法》第14条（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和第246条（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包括提起或支持公益诉讼（第58条）；对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提出抗诉（第219条第1款），或者对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提出检察建议（第219条第2款），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第219条第3款）；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第220条）。


〔�〕 陈晓君：《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重点内容》，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9期，第19  2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起草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已将破产程序适用于连带个人债务人，继续称《企业破产法》自有不当；不论修订草案的适用范围是否会继续扩张，法律的名称应当与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当，宜将“企业破产法”直接改称“破产法”。


〔�〕 很明显，如何认定连带个人债务人破产的事实（对破产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将成为对自然人股东适用破产程序的第一个需要逾越的障碍，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对此保持沉默。


〔�〕 郑志斌：《慎提“破产保护”，拥抱“早期拯救”》，载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2025年12月26日。


〔�〕 本文所用庭外重组源自《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00条的用语，即“债务人及其出资人与债权人、意向投资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以重整为目的的协商”而形成“重整协议”或“初步重整计划草案”的活动，与司法实务上不以人民法院介入的、重整程序开始前的债权债务的“庭外重组”相当，但有别于司法实务上以人民法院介入为条件的“预重整”。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第四节第22点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十节第115点。


〔�〕 邹海林：《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庭外重组及其法律表达》，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政法论丛）》2024年第5期，第23页。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00条第2款和第103条第2款。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20条。


〔�〕 邹海林：《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庭外重组及其法律表达》，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政法论丛）》2024年第5期，第33页。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节第15点。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六节第33点。


〔�〕《企业破产法》第119条；《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68条。


〔�〕 刘贵祥：《关于当前破产审判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应用法学》2025年第2期，第25页。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28条第2款、第186条。


〔�〕［日］石川明：《日本破产法》，何勤华、周桂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邹海林：《破产法——程序理念与制度结构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页。


〔�〕《企业破产法》第46条又可以称为“破产债权算定截止日”，其规定可以适用于《企业破产法》第47条规定之“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未决的债权之算定，以为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行使权利的基础。例如，对于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企业破产法》第59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能够为其行使表决权而临时确定债权额的”，可以行使表决权；此等情形下的临时破产债权之确定，自应以《企业破产法》第46条作为临时债权额的算定之截止日。


〔�〕 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执监235号执行裁定书。


〔�〕《民法典》第420条、第423条、第439条和第690条。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61条。


〔�〕 邹海林：《破产法——程序理念与制度结构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9页。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第1款补充规定，“管理人可依据受理破产裁定书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申请解除保全措施和中止执行，相关机关应当向管理人移交债务人财产或者其处分权”。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33条、第84条、第94条和第103条等。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92条第1款。


〔�〕《企业破产法》第69条规定有管理人的重大资产处分行为的报告义务，但仍存在债权人委员会难以有效监督管理人的重大资产处分行为的缺陷，有必要提升债权人委员会监督管理人的地位，规定管理人实施严重影响债权人利益的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并征得债权人委员会的同意。邹海林：《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与债权人自治》，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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